周颖南论文中的中国情结
李荣胜（中国）
我和周颖南先生相识已有十五、六年了。90年代初，我在作家出版社任副社长。由于《周颖南文集》在一家出版社排版错差太多、拖的时间太长，周先生托人找到作家出版社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当时北京最红火的粤菜酒店“明珠海鲜酒店”，地点在地安门。因为我们知道周先生是美食家，所以选了这家粤菜馆，嘱咐服务员上的菜一定要鲜活精美。当然周先生希望饭菜简单点为好。第一道主菜清蒸桂鱼一端上来，周先生就笑了：“我说不必找这么贵的酒店，你看，上的鱼也是死的。”我一怔，问周先生何以见得？周先生说：“活鱼一蒸，眼睛会凸出来，而死鱼眼睛己经瘪了，怎么蒸也凸不出来。”我一看果然如此。我不由得对这么高档的酒店用死鱼顶活鱼给客人的作法大有意见，就对服务员说：“我今天请的是海外的美食家，怎么能用死鱼对付我们？”服务员还不服气，说不可能。我请他叫经理或是厨师来一下。一会经理来了，周先生很客气地说：“先生，你看这是活鱼蒸的还是死鱼蒸的？”经理看了一眼盘子，马上端起来，连说：“对不起，马上给您重做。”周先生没再和酒店计较什么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跟我们接着谈《文集》出版的事情。我对周先生如此宽容当时中国服务业的现状由衷钦佩。之后，我们按照周先生的要求如期出版了《文集》。从此，我也和周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每次他来中国，我们都会见面，每年我们总要通几次电话，每次周先生出版书籍或音像，都会寄给我，还通过我转送他的各位作家朋友。久而久之，我感悟到周先生对自己祖国的深深眷恋。在他内心，深藏着一个永远的中国情结。
翻开《周颖南文库·卷五——周颖南论文集》，读过这九十八篇论文，你会被周先生在论文里洋溢着炽热的中国情结所打动。无论是侨居在印度尼西亚，还是定居在新加坡，在这位海外游子笔下，对中国的革命文化，对中国的民族文化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，那种真挚的赤子之情流淌在每篇论文的字里行间。
我们首先注意到周先生的论文对中国革命文化，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宣传与推介。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，也就是新中国诞生之后不久，周先生就用手中勤奋的笔，不停地向海外介绍着新中国的领袖和革命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。在《铁肩担道义·妙手著文章》一文里，通过一组诗词，精辟地介绍了李大钊的一生，称李大钊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”。周先生在1953年写的《读方志敏烈士遗著〈可爱的中国〉》以充满激情的文字告诉人们，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，“无数革命先驱，为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的斗争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”，“方志敏烈士就是这样英勇的革命先驱”。让人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，“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”。在《毛泽东主席、朱德委员长在庐山的唱酬》、《关于毛泽东主席的〈沁园春·雪〉》、《到韶山的诗和访韶山毛主席旧居的词》以及《推荐毛主席诗词〈满江红〉》这一组论文里，通过解读精彩的诗词，十分巧妙地向全世界展示了共和国领袖毛泽东、朱德的文采和伟大形象，帮助海外华人认识新中国的美好，了解新中国的进步。《从鲁迅先生谈到5O年代的中国版画》是周先生1951年写的文论。在新中国不到2岁的时候，他就通过中国的版画向世人介绍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，又通过鲁迅先生“大力支持与抚育”的版画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与朝气蓬勃。还有一组文论：《读诗人艾青的新作〈藏枪记〉》、《从田间的〈拍碗图〉中认识些什么？》、《老舍的〈元旦放歌〉》等，又将一批诗人、作家的及他们的重要作品介绍到海外华人面前，让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作家，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。所有这些论文，哪一篇里没有作者浓浓的中国情结呢？
其次，我们从《周颖南论文集》中还看到了周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肯定与赞扬。
除了前面讲到的，周先生通过介绍鲁迅来介绍中国版画之外，周先生对中国画（指水墨宣纸的国画）有着特殊的关爱。在这本论文集中，专门写中国画的就有十六篇之多。在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》一文中，他这样说：“中国画，给观众感到作风朴实、构图新颖的特色。不论是几株菊花、几根翠竹、或是一条鲤鱼、一只鲜虾、一只小鸡，都给我们留下真实的美感。”他热情地鼓励印尼的和中国的国画家们：“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......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”在另一篇论文《周碧初先生的艺术成就》中，周先生满怀激情地写道：从祖国提出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文艺方针以后，海内外文艺界，显现出一片空前活跃的景象。大家都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，为群众做出更多的贡献来。周先生对祖国文艺方针的褒扬和对文艺形势的欢欣鼓舞溢于言表。周先生对中国的地方戏剧也极为关切，他为闽剧《血手印》、《柳毅传书》著文叫好，他为福建的“布袋戏”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木偶戏）在印尼的演出热情讴歌，他甚至为兴化地方剧和莆仙戏的上演写出专论。周先生的血管里流动着中华民族的热血，同样，周先生对民族文化的赞扬饱含着他对中华民族的一片真情。
第三，从《周颖南论文集》中，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。在论文集中，对《诗经》的专论就三篇：《继承〈诗经〉优良传统发展新文艺》、《为〈诗经〉研究创造新的典范》、《简论〈诗经〉风雅传统》，足见周先生对中国这部最古老的诗集研究的深刻，而且这种研究是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的。他在一篇文论中就提出这样的观点：“《诗经》决不是一部只能放进博物馆尘封的古老诗集，而是青春长驻，有着现实的研究意义的经典。”周先生不仅仅对《诗经》，而且对整个儒家文化的熟悉和理解都是非常人所及的。他在《儒家思想与现代文学研讨会开幕词》中说：“儒家思想突破了国界，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对象。”“继承光辉煌的传统文化，吸收有益的养料，创造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文化领域，是文化人的共同任务。”周先生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身体力行。众所周知，周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他创立的同乐饮食业集团，有几十家酒楼，遍布东南亚。收入这本论文集的有关餐饮的论文占到五分之一的篇幅，每一篇却浸透着浓浓的儒家文化，真正是把饮食作为一种文化在弘扬。周先生还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慷慨解囊，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。他在《涿鹿黄帝城“三祖堂”开幕词》中深情地说：“我专程自新加坡来到这片4700多年前我们祖先黄帝、炎帝、蚩尤帝共同在这里生息的地方。我在黄帝城遗址，摩抚着种满果树的土地，感慨万千！”不难想象，这万千感慨中凝聚了周先生多么深厚的中国情结。
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：正是从这98篇论文发表时间的密度上，我们发现周先生的中国情结源自他那满腔的爱国之情。新中国建国之初，周先生发表了大量论文。他是最早在海外介绍毛主席诗词的人，他是最早的海外华人介绍李大钊、方志敏的人。他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让世界了解刚刚诞生的还不为世人所知的新中国。第二个发表论文密集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之初，他的目的也很清楚：就是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了的中国。要达到这两个目的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需要作者有过人的胆识，有渊博的知识，更要有赤诚的爱国之情。周颖南先生这三者齐备，都做到了。在这本论文集之外，有两篇文章不能不提：一篇是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，周先生写了《中国核试成功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下台》；另一篇是1965年发表《李宗仁先生毅然回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》。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，64、65年正是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关系最困难的时期，不用看文章，只看标题就足以知道周先生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何等的情感，何等的热爱。这就是周颖南先生可贵的中国情结。
________________
李荣胜，作家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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